小说《刘志丹》第二次被禁情况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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炎黄春秋》2011年第6期刊登了李原的文章《小说〈刘志丹〉的三次被禁》。对小说的第二次处理是在1986～1987年，中顾委有关老同志参与其中。本文仅就当时情况作些补充，希望有助于人们更为客观地了解事情的全貌，进而做出适当的判断和思考。
小说《刘志丹》可说是“风云小说”。
《刘志丹》的作者李建彤，河南许昌人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在延安抗大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。1946年和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结婚。建国后，曾先后任职中央监察部专员和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。因为这本小说，她的大半生都陷于无休止的纷争中，吃尽了苦头。
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，工人出版社策划创作出版一系列革命英烈丛书，把小说《刘志丹》的创作工作托付给李建彤。但因为这一题材涉及30年代西北革命史中的诸多悬案，一开始就在相关圈子里引起争议。小说初稿完成后，同时开始在《工人日报》和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上连载。之后引发了一场争议。《刘志丹》成为禁书，李建彤戴上了“反党分子”的帽子，被开除党籍，成了劳改犯。这是《刘志丹》的第一次被禁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被禁16年的《刘志丹》和作者李建彤也重见天日。
一、旧事重提，再起波澜
冤案平反后，李建彤怀着更为激愤的心情，埋头奋笔，写完了《刘志丹》。1984～1985年间，小说一、二、三卷陆续出版，公开发行。
但由于这部小说毕竟描述的是西北革命历史，触及诸多矛盾和积怨，且立场观点有失偏颇，它的出版发行，又在相关圈子里掀起一阵波澜。
1983年，中央对西北问题做过最后结论。（西北问题，指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内部矛盾冲突以及1935年西北“肃反”运动的遗留问题。1983年，中共中央责成中央顾问委员会主持解决这一历史悬案。）中央结论的重点是：一，刘志丹、谢子长都是西北革命领袖；二，1935年西北肃反是“左倾”路线的产物，有关负责人是执行“左倾”路线；三，本着“弄清思想，团结同志”的精神，分清大是大非，不再追究细节和个人责任，把相关争论停止下来；四，所有在肃反中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。中央结论以中委（1983）28号文件通报全党。
在28号文件颁布后，相关老同志们也都不再议论往事，西北历史问题的争论也基本平息下来。但是，《刘志丹》的出版，旧事重提，在相关圈子里又引起不满。
《刘志丹》是一部人物传记体小说，旨在以纪实手法记叙西北革命史和刘志丹生平。其中，除了刘志丹外，隐去了真实人物的姓名，以及事件的时间、地点。但其所指，凡是过来人都一目了然，不难找出现实中的原型，“对号入座”。例如，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方自强，实际是影射谢子长，另一人物陈宏，实际是写阎红彦。在新出版的三卷本小说中，二人都被描写成刘志丹的死对头，属于反面形象。小说逐一记叙了西北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，在感情和认识上流露出褒贬不一的倾向。
1985年，谢子长的亲属以及中顾委委员、原红二十五军领导人贺晋年等人先后写信给中央领导人，认为作者及小说内容背离了28号文件的要求，要求中央予以纠正。
28号文件中曾明确规定：“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，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，必须从全局出发。遇到与党的决议和文件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，应经中央和中央授权机关审查后发表，不允许轻率地公开争论。”中央有关部门认为，小说《刘志丹》的发表，的确违反了这条纪律。
遵照中央指示，由1983年解决“西北问题”的五人小组成员、中办副主任、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牵头，召集原“西北问题”五人小组和部分有关老同志再次座谈，讨论小说《刘志丹》的问题。习仲勋出席了会议。（五人小组，指1983年中顾委解决西北问题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。成员有中顾委副主任、常委李维汉，中顾委常委王首道，中顾委委员冯文彬，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，中组部秘书长何载。当时参加解决问题的原陕甘边代表是刘景范、张秀山、张策、张邦英；原陕北代表是郭洪涛、贺晋年、崔田民、李铁轮。）
在会上，1983年参加解决西北问题的老同志信守承诺，包括刘景范、贺晋年，都没有再就历史问题展开争论，只是就如何妥善解决小说的问题，提出了建议，希望尽快化解矛盾，平息争论，回到1983年中央结论的轨道上来。
座谈会结束后，冯文彬汇集会议意见，给胡耀邦写书面报告，提出处理意见。这份报告认为：　　“一，由文化部通知有关单位停止继续发行小说《刘志丹》。如再版，必须由作者根据中央1983年28号文件的精神进行修改。二，由中组部派人，和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一道找作者谈话，进行批评教育，并做出适当处理。三，以党史为题材的文艺创作，必须与党的两个历史决议（指1945年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和1982年《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）精神一致。凡涉及尚有争议的历史问题，必须十分慎重。有关部门要注意把关，防止再出现类似问题。”
正如李原的文章所述，1986年1月12日，胡耀邦在冯文彬的报告上批示：“同意。这个报告是中央同志审阅和批准了的文件，有关党员同志必须严格遵守。我们说过多次，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，党允许作家在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，不要干预，但在这类作品中，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(包括小说、戏剧、电影、电视片)中，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，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，更不能歪曲。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，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，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问题。对此，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，不能含糊。”
胡耀邦的批示阐述了两条原则：对文学创作的风格和艺术，不要干预。但对党的历史，不应该虚构，不能歪曲。当时，胡耀邦的这一批示不仅仅针对小说《刘志丹》，而且对全党的史学研究和文艺界的创作原则，都具有拨乱反正的指导意义，影响很大。
1月28日，中央办公厅将胡耀邦批示和冯文彬的报告一道，形成中办（1986）14号文件，下发全国各级党政军机构和团体，要求各有关方面和党员作家遵照执行。
遵照中央安排，“五人小组”成员、中组部秘书何载先后七次和李建彤谈话，说服她执行中央决定，并对她提出批评。
在初次谈话中，李建彤表示愿意接受批评，可以考虑修改作品。3月6日，她写信给胡耀邦作检讨。她在信中说：“自己不争气，出来乱子，惹了麻烦，决心改正，也一定能够改正”。表示准备重新修改小说，把不妥当的描写，不恰当的词句，统统改掉。她请求召开座谈会，以助于自己把小说改好。她还在信中向党组织请求处分。
3月9日，胡耀邦在她的报告上批示：“同意这样办。”
可过了不久，李建彤又反悔，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不愿意修改小说。5月21日，她又给中央领导人写信，标题为《陈情和要求批示》。信中强烈表达了她的不满，再次表示，还要原封不动地出版小说。
她说，自己写的是传记小说，在刘志丹的一生，不是写党史，更不是党史资料。她反对中委（1983）28号文件中关于陕北革命是“刘、谢二人共同领导”的结论，罗列了西北历史上的一系列事件，加上自己的分析和评价，要中央领导回答“哪些能写，哪些不能写？”她对几位对小说有不同意见的人一一点名指责，并说是有人歪曲了、滥用了中委文件，把文件“当作一条棍子”，“把文件庸俗化了！”她认为，对历史问题，“既然有了结论，就应当允许任何人去写；如果什么都不能写，还有什么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？不成了虚无主义？弄得西北历史和表现历史的文艺作品成了一张白纸，一片荒地？”
她说，我写的不是党史，而是小说，但我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。现在是有人用封建主义、唯心主义来反对，中央怎么能接受？她质问道，我的小说中写的重大政治事件哪件是假的？哪件没有根据？哪件没有做过结论？她一方面再次否认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影射现实，可又说，既然你们认定“方自强”就是谢子长，就说明我写得真实，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。
她还说，从理论上、政策上说，谁也无权规定我写什么、写谁。写什么、写谁，都应该让我自己决定。谁有意见谁在报刊上公开批判我！
7、8月间，中组部又委派孟连昆、韩灵二人两次找李建彤谈话，予以劝说和批评，要求她按照原来的承诺及早动手修改小说，然后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。但李建彤始终坚持先开座谈会，然后再修改小说。还坚决地说，不开座谈会就不修改小说。
8月20日，李建彤给习仲勋写了一封《公开信》。在信中，李建彤抱怨习仲勋：“我已经不理解你了。如今，你变了。顶不住‘左倾’机会主义、宗派主义者的一再进攻，表现出挨打挨怕了的样子，赶快糊弄。”“你的阵脚一乱，‘左倾”宗派主义者便去喝胜利酒了”。她还说，“14号文件（指中办〔1984〕14号文件）和宪法、法律挂不挂得上钩？和文艺政策、双百方针、党的生活准则有无违背之处？”“这部书是不应该禁的，越禁人们越爱看！”
她坚决表示：“这次写这个题材，准备一次就写个彻底，把所有涉及刘志丹的问题写清楚，不留给后人。我要放手大胆地让感情在纸上奔驰，一定要挖透。我明白，这个题材只有我敢这样写。”她还说：“写这个题材的人要准备担风险。因为有人惯用各种方法左右我党的政策，搅浑党的理论。”
在《公开信》的后面，她还附上一份《申诉书》。她在《申诉书》中说，要用宪法保护自己的作品。按照“双百方针”，文艺、历史、政治领域里的问题都是可以讨论、可以争鸣的，不能少数人说了算！不能凭一家之言，一锤定音。由于我们国家有一部分人太封建，才发生了《刘志丹》小说案件。她还进一步提出，有关部门要负责赔偿停止出书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鉴于这种情况，10月16日，冯文彬再次邀请五人小组和中组部、中宣部有关人员开会，商讨对策。
根据大家的意见，10月29日，冯文彬再次给胡耀邦写书面 ，提议：“一、由中组部和李建彤单位党组织继续对她进行批评，告诫她这种做法是党纪所不能允许的。二、欢迎她实践对耀邦年初的批示所作的承诺。三、如李仍坚持不改，则把她的问题交所在单位党组织处理。”
胡耀邦将报告批转各有关单位，包括中顾委。中组部孟连昆、韩灵又找李建彤谈了两次，她依然不服。
至此，这件事已经牵动书记处、中顾委、中办、中组部、中宣部等多个中央机构，一再引起胡耀邦（1986年之前）、胡启立、薄一波等领导人的关注，影响面越来越大。李建彤的抵触情绪越来越严重，和党组织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，相持不下，也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1987年4月，中组部孟连昆再找李建彤谈话。李建彤态度依旧，根本不认错。但她说：“耀邦也下来了，我的事不提了。”（1987年1月胡耀邦去职）她虽不在到处申辩争吵，但也没有接受组织上的要求。
二、最终再次被禁
1987年4月、6月，贺晋年一再写信给薄一波，要求彻底解决问题，并对习仲勋1978~1979年间发表的有关西北革命的回忆文章也提出了不同意见。
6月5日，薄一波在贺晋年的来信上批示：“李建彤的小说问题应按照中央1983年中央结论的精神解决。必要时，可在报纸上公布。习的文章是在28号文件之前写的，可不再论。”同时批示请冯文彬负责督促落实，解决问题。习仲勋在这件信函上批示：“同意薄老的意见。”
可冯文彬给胡启立写信，说他已不便与李再谈下去，中央的态度已经很明确，建议请中央办公厅负责督促相关工作的落实。
7月6日，胡启立在冯文彬的报告上批示：“建议由荣高棠牵头，同中组部、中宣部一起研究落实办法。”薄一波批示，同意胡启立的意见。13日，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指示中办秘书局，将薄一波、习仲勋和胡启立的有关批示照转中顾委荣高棠、中组部部长宋平和中宣部部长王忍之。
遵照薄一波和胡启立的批示，7月26日，荣高棠和宋平、王忍之三人在北戴河开碰头会，商讨解决办法。
经过讨论，三人一致认为，还是应该坚持执行中办（1986）14号文件的决定，对李进行批评，并约法几章，作为纪律。同时，由中宣部安排，立即停止发行《刘志丹》。在文联、作协、传达中办14号文件，重申党的纪律，并对李建彤及小说予以批评。
同时三人认为，如果向社会上公开材料和事实，势必又要旧事重提，并涉及一些人，难免又会引起新的矛盾和纠纷。再说，此事的前一阶段是耀邦亲自过问处理的，公开争论，难免会引起其他猜测和议论。所以，在报纸上公开的办法还要慎重研究。
会后，我遵嘱整理粗三人会谈纪要，呈报中顾委和中央领导人。
这份纪要上报中央后，就没有再看到有关消息。李建彤后来情况如何，也不得而知。只是听说小说不再出版了。此事始终也没有在报刊上公开。
小说《刘志丹》在经历了20多年的起起伏伏后，最终还尘封一隅，还没怎么与读者见面，又被打入冷宫。对它的一再封堵，根子还是西部革命历史遗留的矛盾和积怨。
从1983年中央解决西北问题的历史悬案，到1987年小说《刘志丹》的风波，又历时将近五年，说明争论并没有结束。相关各方都在对历史作自己的诠释，都想讨回属于自己的公道，都想从过去的梦魇中解脱。但是，如同过去的50年中为之死去的人们一样，在他们心中，真相依然无法说清，公道始终难以还清。深埋心底的伤痛，至死也难以平复。
这就是那个时代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经历的苦难，悲壮又怆然。而伤害人心的祸根，是残酷的党内斗争。
从小说《刘志丹》的曲折命运可以感觉到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，无论是回望历史，还是面对现实，凡有不同立场、不同观点，都很难置身度外，独善其身。尤其作为共产党员，其立场、观点和感情，不但要尊重事实，服从真理，更是必须服从大大局。服从组织。凡事顾全大局，统一思想，或许就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铸就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战斗力的法宝，而这其中，又意味着多少共产党人的忍辱负重和自我牺牲。
光阴似箭，斗转星移。又过了将近20年，所有的当事人都陆续离开人世，“西北问题”也逐渐风平浪静。2005年，一生坎坷、郁郁不平的李建彤去世，终年86岁。
据悉，又如李原所述，2009年，江西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《刘志丹》一至三卷，公开发行，可不久又再度被禁。
（作者原担任中顾委办公室秘书）
（原载：《炎黄春秋》2011年第11期）
